
1963年富尔访华：中法建交的“前站”

尤山度 （Józsa Sándor），匈牙利

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匈牙利罗兰大

学中国系名誉副教授，长期从事中国

语言、文化、历史的研究和传播，代

表著作有 《汉语课本》《毛泽东诗词

二十一首》《中国与奥匈帝国》 等，

2023 年获得第十六届中华图书特殊贡

献奖。尤山度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来

华的外国留学生，也是新中国培养的

第一代匈牙利汉学家，为传播中华文

化、促进中匈文化交流、增进中匈两

国民众相互了解作出了贡献。

结缘中国：幸遇改变
一生命运的留学机会

1950 年 12 月，罗马尼亚 5 名留学

生、保加利亚 5 名和匈牙利 4 名留学

生陆续抵达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东欧

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正式开课。尤

山度就是 4 个匈牙利学生中的一员，

而且成为这 4 人中唯一一个一直从事

中匈友好合作的汉学家。现在看起来

这只是一组简单的关于东欧交换生中

国语文专修班的历史数据，但在当

时，这组数据背后涉及的却是新中国

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未来关系发展的

重大决策。时任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

自主持会议研究部署专修班的有关工

作，并责成当时的政务院文化教育委

员会、外交部、教育部组成专门小

组，拟定计划与有关国家商谈交换

留 学 生 事 宜 。 时 任 清 华 大 学 教 务

长、校务委员会副主席，著名物理

学家周培源成为新中国教育史上绝

无仅有的被中央政府任命的一个班

的班主任，中国政府对这个专修班

的师资配备可见一斑。匈牙利政府

对第一批学生的选派也非常重视，

在全国范围内物色合适的人选。幸运

的指针就这样不经意间滑向了尤山

度，中匈两国加强人文交流的大势，

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我本科的专业是研究匈牙利的

近代史，所以我的任务就是到中国去

学习中国的近代、现代史。”时过多

年，谈起这段过往，尤山度依然难以

抑制发自内心的激动。据他介绍，20

世纪 40 年代末读完匈牙利史本科专

业的他，毕业后被国家分到外地的中

学教课，不出意外的话他会一直在匈

牙利当中学教师，他从没有想过自己

工作与生活会和遥远的中国发生任何

关联。但是，“1950 年 11 月的一天，

一封来自首都布达佩斯的‘神秘电

报’打破了我的平静生活，并自此把

我的命运和中国牢牢连接在了一起，

我的人生轨迹也因此发生了重大转

变，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选择我，只

是被告知，自己同其他几位大学毕业

生马上出发去中国学习。我那时非常

兴奋、激动同时也有些茫然，中国在

哪里、中国是什么样子，这些对于年

轻的我来说都是一个未知数。那是一

次非常漫长的旅行，我和其他同学一

起足足坐了 15 天的火车，才从布达

佩斯经莫斯科到达北京。”70 多年过

去了，说起与中国奇妙结缘的经历，

尤山度的眼里充满了激动的泪水。

走进中国：见证中匈
友 好 交 往 的 诸 多 历 史
瞬间

1950 年的中国百废待兴，在刚到

中国留学的尤山度的印象里，各个方

面还都不是特别的发达，甚至有的方

面还相当的落后，但是，他和其他同

学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当

时我们在清华大学接受汉语培训，给

我们上汉语课的老师，是全北京最好

的老师。他们原先是英国、美国大学

里的客座教授，被国家从国外召唤回

来，为我们做汉语培训。”尤山度评

价他的中文启蒙老师们为“最高级、

最亲密的老师”，老师经常会直接到

他们的宿舍嘘寒问暖，主动关注他们

的学习和生活，过年的时候会用保温

瓶送来热气腾腾的饺子。尤其让他记

忆深刻的是，1952 年冬天，尤山度从

清华大学搬到了铁狮子胡同 1 号的人

民大学，他对那年北京冬天刺骨的寒

风印象深刻——“我们穿着自己厚厚

的西服，但也还是很冷”。然而这种

寒冷并没有持续多久，当时并不富足

的中国政府想方设法为留学生提供足

够的生活保障，人民大学很快为他们

定 做 了 棉 袄 ， 解 决 了 他 们 受 冻 的

窘境。

提到自己在中国的老朋友，尤山

度谈及了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郭玉恒和

他夫人的一件趣事：“郭玉恒在匈牙

利罗兰大学东亚教研室任客座教授

时，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名叫布

达，布达佩斯的布达，另一个孩子名

叫佩斯，布达佩斯的佩斯。原因是布

达出生的时候，他们住在布达的一个

旅馆。佩斯出生的时候，他们住在佩

斯的一个旅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情。”在他的眼中，中国和匈牙利两

国的人民彼此间都有着深厚的情感基

础，这种情感一直伴随着他 70 年的

汉学生涯，是他不断走进中国、研究

中国和译介中国的巨大动力。

1955 年回国后，出于对中国的浓

厚兴趣，尤山度主动要求去匈牙利中

国科学历史研究所工作。那时中匈交

往频繁，匈牙利外交部非常需要会说

汉语的人，于是在匈牙利中国科学历

史研究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被抽

调进了匈牙利外交部。原因很简单，

他那时是唯一一位会说汉语的匈牙利

人。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为周恩

来、朱德等许多访问匈牙利的中国重

要领导人做过翻译。在他的相册里，

至今还珍藏着许多与这些中国领导人

的合影，这也成了他的中国记忆中最

为珍贵的部分。1956 年 1 月，朱德访

问匈牙利，尤山度担任官方翻译。在

一次群众集会上，当时的匈牙利领导

人送给朱德一柄特制的马刀，朱德兴

奋地从刀鞘里抽出马刀，高高举起。

说起这个场景，尤山度十分的骄傲：

“我作为当时唯一在场的翻译，就站

在他身边，对我来说，那是一次难忘

的经历。”

宣介中国：取得促进
中 匈 交 流 的 重 要 汉 学
成就

1956 年，尤山度离开外交部进入

罗兰大学继续从事教育事业。1975—

1976 年间，他被再次抽调派往匈牙利

驻华使馆工作了一年。1976 年 9 月，

尤山度回到匈牙利，继续任职于罗兰

大学的中文系。

“上世纪 70 年代末，当时匈牙利

大学里的中文教材非常有限，仅有的

几种教材不能完全满足匈牙利本土教

学需要。”尤山度回忆说。他与同事

高恩德决心结合自己的翻译经验以及

汉语教学实际，选取中国最好的教

材，改编为一套适合匈牙利学生使用

的教材。教材问世后，尤山度自豪地

说：“虽然我和高恩德直到退休还是

副教授，但我们合作编写的这套教

材，给无数匈牙利学生了解中国打开

了方便之门，这比什么职称头衔都重

要。”尤山度编辑的这套 4 册本 《汉

语课本》 教材，是匈牙利第一套比较

完整的汉学学习资料，到现在还一直

用于匈牙利学生的汉语教学。

1988 年至 1991 年，尤山度被北

京外国语大学聘为客座教授，为中国

学生讲授匈牙利历史。这之后他就一

直活跃在中匈文化交流的各个领域。

“做研究 70 年，我的研究视野一

直没有离开过中国这个研究对象。”

现在已经年逾 90 岁的尤山度依然笔

耕不辍，许多学术著作产生了重要影

响。他在 《中国与奥匈帝国》 一书

中，基于自己对于中国和匈牙利两国

历史与现实的深刻理解，将 1949 年

后的中国与匈牙利的关系与历史，完

整地记录了下来，是迄今为止十分珍

贵的史料汇编。在尤山度看来，“匈

牙利文化的独特性来自于其东方根

基”。在他书房的墙上一直挂着一幅

用汉字写就的裴多菲的名句“生命诚

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

者皆可抛”。尤山度认为，“在我们的

历史长河中，我们一直在为生存和自

由而战斗。而近代以来，中国曾遭受

着半殖民统治并与之抗争”。这让两

国之间有更好的相互理解的基础。

尤山度在中国文化翻译方面更是

成果斐然。因为在匈牙利外交部做过

口语翻译，尤山度有机会接触到毛泽

东等中国领导人，他们的魅力与风

采 给 年 轻 的 尤 山 度 留 下 了 深 刻 印

象。“那时候我经常翻看 《人民日

报》，报纸上出现的毛泽东诗词深深

吸引了我。我试着吟咏这些作品，

用 心 体 味 诗 词 中 的 情 怀 和 意 境 。”

“我最喜欢 《沁园春·长沙》 和 《沁

园春·雪》，诗词中蕴含的那种‘问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磅礴气势

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壮

阔情怀，开拓出一种诗词新境界。”

尤山度认为自己虽然学过中国近现

代史，也熟练掌握汉语，但却很难

完全理解毛泽东诗词，因此“不如

把它们翻译出来，这样不仅能在翻

译的过程中学习，也能检验我是否

真的读懂了这些诗词”。最终，尤山

度通过查阅资料、与中国朋友探讨

交流，与匈牙利诗人反复探讨，整

理 和 翻 译 了 毛 泽 东 21 首 作 品 ， 以

《毛泽东诗词二十一首》 为书名，用

中匈双语对照的形式于 1958 年在布

达佩斯出版。出于对毛泽东的敬重，

这本书中文部分出自当时匈牙利最好

的中文书法家的手笔，并用红色印

刷，书籍封面采用了当时最昂贵的丝

绸封面，印制十分精良。尽管定价很

高，作为第一部匈牙利语的毛泽东

诗词作品，这本书还是很快就销售

出 3000 册，在匈牙利产生了非常大

的反响。 1959 年，朱德访问匈牙利

期间，匈牙利领导人送给朱德一本

《毛泽东诗词二十一首》，请他转交

给毛泽东，毛泽东亲自为尤山度在

扉页上签名。毛泽东的签名尤山度

一直珍藏着，在他看来，这是自己作

为一个汉学家所获得的殊荣。

尤山度曾这样说道，“我退休以

后，也没有停止中文教学和中国研

究。成年以后，我的一生都在和中国

打交道”。这是从事汉学研究 70 年的

尤山度对自己一生的概括，也深情地

表达了他与中国紧密的生活交织和情

感连接。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

中心主任、汉学与中国学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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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迎来了第一批东欧学生

□□ 姚百慧姚百慧

07S T U D Y T I M E S
本版编辑：董大伟
版式设计：张 慧

E-mail:f7@studytimes.cn

Tel:010-68929234中外历史 2024年 5月 10日星期五

1963 年 10 月，北京来了一位特殊

的客人。这位客人是由中国人民外交

学会出面邀请，以“私人名义”访

华，却不仅住在钓鱼台国宾馆，而且

还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

毅等众多国家领导人的接待。这位特

殊来客，正是为 1964 年中法建交作出

实质性贡献的法国前总理富尔。

富尔访华何以成行

富尔生于 1908 年，曾在 1952 年

和 1955 年两度担任法国总理，在多届

内阁中担任部长级职务。在对华态度

上，富尔一向主张承认新中国，支持

新 中 国 恢 复 在 联 合 国 的 合 法 席 位 。

1957 年 5 月至 6 月，富尔夫妇曾受中

国人民外交学会之邀，以私人名义首

次在华访问。在中国，富尔受到了热

情招待，毛泽东亲自接见，周恩来也

同其有多次交谈，而且几乎不受限

制地走访了许多地区。访华期间和

访华后，富尔多次主张法中建立正

常外交关系。富尔回国后，借鉴毛

泽东诗词中的“龟蛇锁大江”“一桥

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等诗句的含

义，写了本专著 《蛇山与龟山》 介绍

中国，主张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富尔

与戴高乐关系密切，在二战期间即担

任戴高乐临时政府副秘书长；戴高乐

1958 年上台前夕，富尔第一个表示公

开支持。戴高乐曾在 1960 年召见富

尔，商谈远东问题。富尔被一些学者

认为是戴高乐“在中国问题上的半官

方顾问”。

富尔之所以能在 1963 年再度访

华，除了他对华友好、同两国领导人

有私交外，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中法

两国的外交战略及对彼此的政策发生

了重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法国在美国影响

下并未予以承认。而作为社会主义阵

营一员的中国，当时也把欧美相提并

论，很少考虑发展同法国等西欧国家

的外交关系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末

国际格局从战后初期的两极格局逐步

向多极化态势演进，美欧矛盾和中苏

分歧的加剧，中国开始把美欧区分开

来，把西欧地位提高到国际反帝反修

斗争中“间接同盟军”的战略地位，

并在主要观察美法矛盾的基础上，提

出“第二中间地带”理论。毛泽东就

请参加“八大”的使节抽空多读读戴

高乐的回忆录，因为戴高乐在其中承

认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是“大鱼吃小

鱼”关系。

从 1961 年开始，在同法方有关人

员的接触中，中国领导人开始有意强

调要发展两国关系。1963 年 2 月，外

交部拟就 《关于当前开展对法工作的

请示》，提了 6 条关于发展中法关系的

意见，其第四条为“即着手邀请少数

接近戴高乐而又对我友好的政界人士

访 华 ”， 初 步 考 虑 的 对 象 中 就 有 富

尔。对此，周恩来批示，邀请法国人

士访华须看“对方有无要求或暗示，

不要强求”。

实际上，此时戴高乐也在谋求打

开对华关系大门。自 1958 年再次执政

后，戴高乐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

策，并把发展同苏联、东欧、中国的

关系，作为体现其独立外交、提升法

国大国实力的重要方式。从 1962 年年

中开始，戴高乐在同其政府官员、同

盟国政府首脑的谈话中，较多地谈及

发展法中关系问题，并提出了承认新

中国的设想。在戴高乐看来，无论人

们喜欢与否，都存在一个现实的中

国；中国有 5 亿人口，拥有巨大的影

响力；中国人不会与邻国为敌，即便

他们有了原子弹；中苏分裂的事实，

也 给 法 国 同 中 国 直 接 接 触 提 供 了

契机。

在中法希望发展关系时，富尔恰

在此时要求访华。1963 年 8 月 20 日，

富尔拜访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向

中方表示，希望能以私人身份于 10 月

访华。在周恩来的亲自批示下，中方

同意以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名义邀

请富尔，李清泉于 8 月 31 日向富尔口

头转达了张奚若的邀请。而富尔在收

到邀请前，戴高乐接见了他，并请他

作为自己的代表去中国。戴高乐后来

还给了富尔一封类似委托书的信函，

表示自己重视和中国“各方面关系的

问题”，并“完全相信”富尔“将谈

到和听到的一切”。就这样，本想以

“私人身份”访华的富尔，成为肩负

谈判中法外交关系的总统“特使”。

不过，富尔多次向中方强调，对外还

是宣布前一身份。

富尔访华何以成功

1963 年 10 月 21 日，富尔与夫人

自深圳入境抵广州，22 日乘机抵达北

京。自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2 日，周恩

来、陈毅同富尔进行多次商谈，最终

达成了在三项默契基础上的中法直接

建交方案。11 月 2 日下午，毛泽东接

见富尔夫妇，周恩来、陈毅陪同。毛

泽东说，“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

两 国 正 常 关 系 建 立 起 来 ”。 富 尔 表

示，“现在可以说已经成功了”。

富尔访华任务之所以顺利完成，

首先是中法战略及对彼此政策调整的

结果。毛泽东接见富尔时，重提了他

几年前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

“如果苏、中、英、法有大体一致就

好……还是从伦敦经过巴黎到东京，

把这个工作做好。戴高乐有从大西洋

到乌拉尔的想法，再扩大一点，通过

北京到东京”，世界局势在变化，“再

过五年、十年变化会更大。像英、西

德、意大利、日本，独立性会增加，

这是不可避免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对于这种大战略，富尔自然无

法答复，只能笼统地表示“这是个好

意见”。而就在 4 天后，完全不了解富

尔访华情况的戴高乐却作出超时空的

回应。

中国领导人与富尔的平等对话及

坚持原则的灵活外交，为富尔访华的

成功铺平道路。这既体现在礼遇等形

式上，也体现在协商的实质内容上。

虽然富尔并未携带“特使”证书，但

中方始终以此身份来接待，在出行、

住房、谈话中，都给予其戴高乐特使

的礼遇。在实质问题的商谈上，中方

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

下，对建交的具体步骤采取灵活态

度，在中法双方就法国承认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达

成默契的情况下，同意法国提出的中

法先宣布建交从而导致法国同台湾

“断交”的方案。

富尔访华的成功，自然也与富尔

具备充当“龟山”与“蛇山”之间的

桥梁资质有关。富尔本人曾两度出任

总理，资历深、地位高，在戴高乐政

府中虽无官职，却是戴高乐政治圈子

里的要员，深得戴高乐的信任；而在

对华关系上，富尔一直主张对华友

好，并同中国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再

加上富尔律师出身，能言善辩，是个

谈判能手。这一切，使得富尔自然成

为“担负秘密使命的适宜人选”。

中法建交的“前站”

11 月 2 日，周恩来总理和富尔达

成了中法“直接建交方案”，基本内

容为法国来照承认中国、中国复照予

以同意，中法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

往来照会，并且立即建馆，互派大

使。中法之所以达成了在照会中不提

台湾当局的“直接建交方案”，是基

于在法国不支持“两个中国”的前提

下，对如下三点达成默契。

一是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只承认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

唯一合法政府，这就自动地包含着这

个资格不再属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

民国”政府。

二是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

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

代表权。

三是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

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它驻

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

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

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富尔访华归国后，法国于 1963 年

12 月 12 日派正式代表到瑞士与中国

驻瑞士大使李清泉进行谈判，经过 4

轮商谈，中法两国按约于 1964 年 1 月

27 日发表了建交联合公报，公报全文

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

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

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

命大使。”法国因此成为第一个同新

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

国。尽管最后的中法建交是采用联合

公报而非互换照会方式，但是法方

代表承认“了解富尔先生在北京同

中国领导人会谈的精神”，他“就是

根据这一精神奉命提出了最简便的

方案”。

在中法建交 60 周年之际回顾富

尔访华的历史，我们仍然同意李清

泉大使在回忆录中的精辟总结：“瑞

士谈判是北京会谈的继续。北京会

谈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亲自解

决了中法建交的实质性问题、原则

问题。瑞士谈判只是解决了中法建

交的程序问题、方式问题。当然，方

式 问 题 的 解 决 ， 也 离 不 开 原 则 问

题。”富尔访华对实质问题、原则问

题的解决，可以说为中法建交建造了

坚实的“前站”。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副院长）

1963年 10月，周恩来接见富尔夫妇


